魏碑的特点及其承上启下的作用

从公元386年北魏建立到581年北周灭亡，这接近200年的时间内，北方出现了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五个朝代，我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叫作南北朝的北朝。在北朝几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，后来就用“魏碑”来指称包括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。

魏碑的出现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：第一，魏孝文帝提倡的汉化政策，这是北方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。第二，就是北方立碑、塑像的风气隆盛。当时南方政权还是沿袭了曹操时代禁止厚葬的政策，所以对立碑刻石也是严令禁止。北方则正好相反，朝廷鼓励并且带头开凿洞窟供养佛像，也不反对树碑立传。这些造像记、碑刻和铭文成为魏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成为我们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。

由于少数民族刚刚汉化，所以北方书法自然显得粗犷率真、豪迈朴素。再加上北方文化艺术水平整体不如南方，自然不会产生流便优美、潇洒飘逸的书风。但也正是因此，北方独辟蹊径，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，“魏碑”应运而生，应该说它为中国书法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刚劲之风。北方书体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汉隶向楷书演变，为楷书在唐代的全面盛行做好了准备。

魏碑根据用途不同主要有四类：造像记、碑石、墓志铭和摩崖石刻。

一、造象记。跟当时多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，鲜卑人也笃信佛教。造像记主要是用于记述建造佛像的经过，是给佛像的一段说明文字。北方佛教讲究修功德、重业报，这导致北方从上到下建寺塑像，蔚然成风，先后开凿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，造像数万尊。

由于孝文帝采取了废除鲜卑文采用汉字的政策，大量汉字书写的造像记开始出现在龙门石窟中。最著名的是“龙门四品”：《始平公造像记》《魏灵藏造像记》《孙秋生造像记》和《杨大眼造像记》。清代赵之谦、康有为都推《始平公》是“北魏造像中最佳者”。《始平公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刻字是凸起的阳刻，这就与绝大多数碑石文字是凹陷下去的不同，可见它是格外用心。书丹者笔画方整，凿刻者也是快刀急入，刻意露锋，是典型的魏碑书法风格

二、碑石。其实墓志和碑石都是刻石，区别是碑石立在地上，墓志放在地下。《张猛龙碑》是北碑中最有影响的碑刻之一。我们看《张猛龙碑》的字，它以方笔为主，再也不用篆隶的回锋处理，虽然没有了篆隶的柔美和圆润，却多了楷书的舒朗和坚实，体现了北方人大开大合的性格。笔法又比造像记富于变化，刻工也更好。可以远看，也可以细看，富于审美层次。尤其厉害的是结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在法度之中，有人说它“开欧、虞之门户”，指的就是它的结字对欧阳询、虞世南的启发很大。

三、墓志铭文。从魏碑引起重视以来，人们慢慢发现魏碑中也有一类书写得非常雅致劲道，明显是当时的书法好手所为，而这一类的书风集中出现在北魏墓志中。所以今天所见北魏墓志中大量的元氏墓主，实际上都是北魏的皇室成员。鉴于他们能够动员的社会资源，这些墓志的书写者毫无疑问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，绝大多数是从南方来北方做官的文人，他们都具有较高的书法造诣，所以墓志就呈现出既有南方杏花烟雨的温文而雅，又有北方刀戈铁马的粗犷豁达，这种南北方相结合的特点使墓志与造像有了明显的区别。
这些作品中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楷书在北方地区，从汉末到南北朝，再到隋唐的整体发展脉络。

墓志书法中不少元氏如元瑛、元晖、元倪、元怀墓志以及张玄等的墓志均为上乘之作。比如《元瑛墓志》，又名《长乐公主元瑛墓志》，墓主人是孝文帝之女，其书法质朴中透着清新，浑厚中藏着刚劲，给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，字体有开张之势，在运用方笔的同时完美体现了线条的圆润与弹性，可谓刚柔相济，书刻俱佳。

此外，《张玄墓志》也是这类书风的代表。《张玄墓志》在法度与性情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点，是魏碑中少数的兼有南方文雅书风和北方豪迈书风的作品。

我们简单介绍了造像记、碑石和墓志这三种魏碑形式。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，几乎都是由不知名的书法家书写的，作者姓名没能流传下来。但是还有一类魏碑形式，它们的书写者的姓名得以留存下来，那就是魏碑的第四类：摩崖石刻。

摩崖就是利用天然崖壁，在上面书丹再刻文字。摩崖石刻比碑石更难书写和凿刻，且通常暴露在室外，所以能留下来的就更显得珍贵。当时，北魏有一批摩崖刻石因为一个重要人物显得熠熠生辉，那就是今天山东境内的云峰、太基、天柱、百峰诸山摩崖群。跟多数魏碑都查不到作者不同，这批摩崖刻石明确出自一个人，这就是郑道昭。

《郑文公碑》是郑道昭的代表作，记述了郑氏家族历史及其父郑熙生前事略，《郑文公碑》名为碑，但和一般碑的形式不同，它是摩崖石刻。郑道昭先在平度县的天柱山刻了上碑，上碑字小，无碑额，如今已经难以辨识；后来见掖县云峰山石质较好，在此处再刻下碑，内容和上碑基本相同。我们通常所说的《郑文公碑》一般即指下碑。这块碑虽然残损得很厉害，但是仍然能看出结字宽博舒展，笔致凝重厚实，刚劲秀美。仔细看他的笔画，有些是回锋起笔参以隶意，但多数都是露锋起笔，方笔见棱，明显看出是篆隶向楷书过渡的中间书体。跟造像记的粗野率真不同，郑氏的笔意更加具有文人气质，篆籀气息极浓，尽显华贵之美。他的书法在蔡邕、韦诞等人楷书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，总结整理了篆隶以来特别是北魏初期的书法创作经验，吸收了各家、各书法类型的有益因素，摒弃了粗陋的野气，净化了笔画。

魏碑作为书法的一个过度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书法从隶书向隋唐书法转变的过程中产生的，魏碑字体在字形上将楷书和隶书的字形特点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，所以魏碑不仅具有隶书的特点，而且也有楷书的影子，是两种书法字体的结合，是可以看到书法转变过程的一种字体。楷书的法度严谨在唐朝达到顶点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练习变得程序化，此后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。清朝金石文字学兴起后，在书法方面上，人们开始反思“馆阁体”的弊端，魏碑便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。因为碑文本身就是碑刻上面的字，富有一种骨感，骨之力量，整个风格给人一种雄厚的力量，正是因为这种力量，支持了魏碑书法的发展，所以书法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焕然一新，有一种发展之后的风格，这就是魏碑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
如果魏碑字体属于人类的某个阶段，那么魏碑就是刚成熟的年轻人，既可以千变万化，也可以统一风格，就像人类一样既可以桀骜不驯，又可以成熟稳重。魏碑是刚脱离的隶书，是未成熟的楷书，所以其风格是不固定的，它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状态，所以魏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千变万化，不可猜测的一种力量。
